新《国家安全法》应是一部以民为本的总体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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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国家安全法的名与实》的论文，指出当时的《国家安全法》名不副实，因而一方面需要根据那部旧《国家安全法》的内容，修订出台《反间谍法》；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国家安全”概念在当代的含义，制定一部名副其实的新《国家安全法》。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问题时，首次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问题了出来，并明确指出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之一，这就使我国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首先使国家安全类法律的制定，走上了快车道。2014年《反间谍法》的颁布实施，新《国家安全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就是很好的明证。
与前次审议《反间谍法草案》时把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见不同，这次审议新《国家安全法草案》时，全国人大没有公布草案全文，我们只是通过相关报道才能了解草案的一些基本情况，例如草案对“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但无论草案内容如何，我们都认为新《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应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同时又重点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一核心理念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把这种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现实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立法的指导思想，能够使所制定的法律更全面、更贴切地与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相对接。因此，新《国家安全法》应该像总体国家安全观那样，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全方位反映和规范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现实，从而成为一部以民为本的总体国家安全法。

二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新《国家安全法》首先要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重视国民安全”的民本安全思想和民主安全思想，不仅要纳入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的内容，而且要把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放在首位，把保障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及公民基本权益作为国家安全法的首要规范。
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时他又指出：“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在这两段论述中，第一段不仅把“人民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而且明确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第二段则通过强调国民安全，特别是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体现了一种民本国家安全观和民主国家安全观，同时说明只有在民本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才能“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追求的是一种民本的国家安全、民主的国家安全、文明的国家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如此重要的观点和思想，必须贯彻落实到新《国家安全法》中。只有这样，《国家安全法》才可能成为一部符合时代精神、体现文明进步、彰显民本民主的全“新”的《国家安全法》，不仅“时间上新”，而且“内容上新”，不至于成为“新瓶旧酒”。
为此，新《国家安全法》不仅需要纳入“人民安全”“国民安全”的内容，而且需要真正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贯彻到整部法律中，落实到具体法律条款上。这也就是说，既要在整部法律中体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重视国民安全”的民本精神、民主精神，还要有专门条款来阐述和规范人民安全、国民安全问题，特别是要在“国家安全”概念界定中体现“以人民安全这宗旨”的核心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落实到国家安全各项工作和其他相应工作中。
据媒体报道，新《国家安全法》草案把“国家安全”界定为“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显然，这一界定把“人民福祉”放在“国家安全”定义中，是一种重大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安全、国民安全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仅仅这样体现人民安全、国民安全还不够，因为这还没有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没有把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放在宗旨位置、核心位置和首要位置上。要体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必须在“国家安全”概念中首先体现人民安全、国民安全问题。为此，新《国家安全法》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定义：“国家安全是指国民安康、国土完整、国家统一、主权独立，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这样既以“国民安康”的前置突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又包括了当代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同时还以“等”字表明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广泛性。
事实上，草案关于“国家安全”的界定，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学理性、现实性问题。例如，“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中的“相对”一词，就没有必要。再如，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放在“国家安全”概念中，也不恰当，因为这是“保障安全的能力”，并不是“安全”本身，而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的学理性问题，非常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宗旨性、核心性地位，不仅要落实到“国家安全”概念的界定上，而且要落实到《国家安全法》每一个重要环节上，要在整个法律中处理好国民安康特别是公民权利与国家安全其他方面的关系。为此，新《国家安全法》可以对“国民安全”给予专条阐述和规范，使国民安全获得更加严肃和具体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支持。同时，在其他所有条款中，一旦有可能与国民安全、国民利益、国民权利发生冲突，都要给国民安全、利益和权利让路，都要首先考虑国民安全、利益和权利的保障问题，都要以不同形式把国民安全、利益和权利作为大前提予以前置。只有这样，“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才不会仅仅是一项空洞的法律声明，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法律规范。
三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新《国家安全法》要体现总体性、系统性的观念和思维，要用不同方法、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把当代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纳入其中，并给它们以相应的法律定位。
在前述的民本性、民主性之外，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总体性、系统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同时，还要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特别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些论述，包括了当代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内容，反映了当代国家安全现实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系统性。这就要求新《国家安全法》最大限度地全面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当代国家安全现实，把当代国家安全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无论是核心要素，还是边缘问题，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条款、不同篇幅加以反映。
如果说《反间谍法》是一部国家安全领域的部门法、专门法的话，那么新《国家安全法》则应是一部统辖当今国家安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基本法律。

这样一部新《国家安全法》，内容不仅不应像旧《国家安全法》那样只涉及国家安全的某一领域和某一部门，而且也不应该只涉及国家安全的几个领域和几个部门，甚至不应该像美国1947年《国家安全法》那样只涉及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和传统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应广泛涉及与当代国家安全相关的所有领域和所有部门，包括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和各种非专职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如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和网络信息管理部门，甚至那些在平时根本看不出与国家安全有什么直接关联的领域和部门，如教科文卫体领域及其相关部门。只有这样一部内容广泛的《国家安全法》,才能够成为与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相适应、相匹配的综合性、全而性、基础性、纲领性的法律，才能对当代内容日益广泛、问题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实践起到法律层次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这是因为，当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传统的安全领域，而进入到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因而一部与时代发展相符的真正的国家安全法，必须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把这些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和部门都包纳进去。这也就是说，新《国家安全法》既规范传统安全问题，也要规范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对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机构设置和整体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问题，包括作为国家机构的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军事国防机构、情报反谍机构、保密保卫机构、国内安全机构、外交外事机构等，以及它们各自的国家安全职责和相互关系等等，新《国家安全法》必须给予专门的和比较详尽的法律规定和定位。再如，对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实施问题，新《国家安全法》也需要做出有效的规范。还有，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法》甚至也需要加以明确体现。
当然，对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和不同部门的国家安全职责，新《国家安全法》不应等量齐观，平均用墨，而应根据轻重远近有详有略，既要面面俱到，没有遗漏，又要轻重有度，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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